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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算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协同供给农村普惠金融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宏观面板数据,使用SBM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两者之间的供给协同效率,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分解政府和

农村金融机构各投入变量对协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在农村普惠金融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性决定了其协

同决策能够考量自身的成本与收益,而农村金融机构的协同决策较大程度上受政府决策的影响;整体上,我国的

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区协同效率较高,而西部和欠发达的

中部部分地区协同效率偏低;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金融机构网点数与协同效率分别呈倒U型和正U型关系,当

前这两种要素的投入量均处于不足状态;涉农贷款补贴、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和人均农业贷款对协同效率存在

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风险对冲机制和农业保险赔付率为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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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04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开始,我国持续推动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并在2006年明确了发展农

村普惠金融的战略构想。农村普惠金融目的在于使农村地区获得更多更有效的金融服务,为农民和农村

企业提供价格合理的金融产品,与此同时兼顾平等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原则。目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仍

处于发展初期,虽然覆盖面和服务深度不断拓展,但由于农业生产存在不确定性、农民金融知识缺乏以及

农村地区信用信息缺失带来的供给风险高等问题,致使农村普惠金融的主要提供方农村金融机构多呈现

被动式参与,进一步导致农村普惠金融面临供给不足和供给效率低等困境。同时,由于农村普惠金融具

有普惠性特征,使得在农村普惠金融的全供给过程中,政府承担了政策支持的导向性和基础性工作。一

方面,国家机关、人民银行等可建立综合性农村信用平台,帮助农村金融机构整合农民信用信息进而降低

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可加强农村网络、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供税收优惠帮助农村金融机

构降低业务下沉成本。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发挥相关职能将先进技术与农村普惠金融进行融合,充分运

用数字化技术优势分散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民还款能力,降低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由此可见,在
农村普惠金融的深化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具有供给专业金融产品的优势但缺少良好的供给条件,而政

府具有扫清制度障碍提供全方位支持的优势但缺少专业的金融供给能力,因而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相结合,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协同合作以及供给目标同步化能够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的供给效率。但

本文发现,由于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缺少对于农村普惠金融实施的系统整合,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二

者之间存在不同步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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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目标的偏差。当前阶段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

民和农村弱势群体的福利以及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而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盈利性

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具体而言,由于政府主导是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特征,而深化农村普惠金融

对消除绝对贫困、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必然会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作为

巩固脱贫成果的有力途径,政府参与农村普惠金融实施决定了金融产品本身必然具有一定的福利性特

征。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的基本任务是保证自身商业盈利的可持续性,故原则上只有满足盈利性需求,农
村金融机构才会将资金投向农村普惠金融。因此,对政府而言,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会带来直接和潜在的

利益,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农村地区金融资金的投放有可能给长期利润增加带来一定的风险,甚至会导

致本金回流困难,因此政府具有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积极性而农村金融机构参与动力不足。此外,农村

普惠金融供给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于成本控制,政府方面主要存在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监督等成

本,农村金融机构方面包括尽调、经营场所、违约等成本,可见,双方的成本类型和降低供给成本的途径不

一致。在双方存在目标偏差的背景下,如何发挥政府统筹全局的保障作用,既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

需求,又增强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进而提高两者之间的协同效率,成为学术界亟需关注的重要

内容。
从现有研究看,多数学者主要从农村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等因果性角度探讨,而对农村普惠

金融实施过程中供给主体协同的研究尚需深入。现实中由于农村普惠金融供给过程存在政府和农村金

融机构的目标偏差,导致了政策效率低下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利益受损,而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金

融资源的初始配置存在不均衡特征,充分利用政府职能优化农村普惠金融资源配置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和

共同富裕,因而深入探讨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博弈与协同特征有利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良性发展。
对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演化博弈进程及稳定策

略,而后应用SBM和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协同效率,最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协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
一步确定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各投入要素对协同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明确提高协同效率的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目前对于各类金融体系发展与深化的研究大多基于金融深化论和金融约束论,最早产生的金融发展

理论是金融深化论,其基于新古典经济模式的分析认为,落后经济体中存在金融抑制性政策,导致真实利

率无法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造成了金融体系低效,并认为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和限制性政策、充分

实现市场化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进行一系列理论及实证检验后,学者们发现,金融深化

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偏离现实,且忽视了外部条件的可变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融约束理论。金融约束

论主张,适度的政府金融管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存款监管、财政转移和市场准入限制等政府政策干

预,对于解决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以及稳定金融市场具有重要价值。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大环境下,金融约束论的政策观点更符合实际,即政府需要充分参与农村普惠金

融的发展和深化进程。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普惠金融供给过程中存在政府和农村金融机

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这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的配合以

促进协同供给效率提升。
(二)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农村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水平测度、现实价值和发展困境等三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和测度体系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可归结为宏观经济、社会

环境、基础设施三个层面,[1]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也成为了重要的影响因素之

一[2]。基于各类影响因素以及Beck、齐红倩和李志创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3,4]我国学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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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ov-AHP法、因子分析法、主观分析法和客观分析法等测度方法,分别从国内、地区、省域层面测算和

评价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5-7]二是农村普惠金融对减贫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价值。
在减贫方面,农村普惠金融有助于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显著改善贫困现状,且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

应在区域和群体间存在异质性。[8,9]在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农村普惠金融深度和广度的提升对提高农

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10,11]三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困境。贾晋等指出发展普

惠金融的重点在农村,而阻碍农村普惠金融深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供需不平衡。[12]仅就

供给侧而言,农村普惠金融就面临着县域金融网点不足、金融产品单一、供给成本高以及供给效率低等问

题,[13]同时,王秋颖和赵德海认为金融生态环境、价格机制和信用信息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

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14]

为深化农村普惠金融并解决其供需困境,现阶段亟需明确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的职能界限,基于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给出了相关参考。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是相互对立和替代的关系,
然而金融市场中政府和市场力量之间存在相互协调和动态优化的可能[15]。张志元和马雷从金融发展的

理论框架出发,认为金融市场中政府和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二元论陷阱将

影响金融发展。[16]而不同学者针对金融市场中的政府干预有不同的观点,陈雨露认为金融市场的复杂性

和金融产品的公共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干预金融市场,而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在各类金融市场中相对更不

成熟,因此政府必须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充分监管与经济调节。[17]同时,徐京平等认为,在政府和农村金

融机构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政府处于信息劣势,农村金融机构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政府要对金

融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18]对于政府干预的时期,武丽娟等认为政府干预只能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初期

起作用,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政府直接干预反而会导致农户的道德风险,不利于农村地区的融

资。[19]可见,在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深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和顶层设计作用并完善农村

金融机构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防止金融风险集聚。这也进一步说明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相互协同才

能够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处理好农村普惠金融两个主要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重中之重。
在农村普惠金融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协同会受到二者目标偏差的影响。[20]具体而

言,由于农村普惠金融具有公益性质,但农村金融机构需以盈利为前提,这就导致了在农村普惠金融的实

施进程中,产生了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农村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分歧[21]。对于

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传统的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只重视扩大规模而忽略控制质量,只重视社会福利而忽略

企业利益,致使以政策性银行为代表的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机构不能实现盈利需求,更让商业银行不愿参

与农村普惠金融供给[22]。对于政府而言,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产生于政府扶

植力度弱或政府监管过度等[23]。进一步,吴国华认为随着农村普惠金融水平不断提升,政府必须意识到

提高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效率要依靠市场机制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注重创造有利于农村普惠金

融发展的生态环境,着重提升其与农村金融机构间的协同程度。[24]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可将解决供给目标偏差并提高农村普惠金融供给质量的思路划分为两类:一是

制度层面,即必须要满足农村金融机构财务的可持续性,农村金融机构才能长期有效率地致力于提高社

会福利;二是福利层面,即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不能一味地坚持成本补偿,否则会导致农村地区风险较高的

贫困人口被农村普惠金融所抛弃。而这两类思路同时推进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使
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利润的同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本文的创新之

处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农村普惠金融供给的投入—过程—产出角度切入,寻找农村普惠金融实施

中政府福利性和农村金融机构向利性矛盾冲突的关键环节;二是放松完全理性假设,基于政府和农村金

融机构的有限理性视角分析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博弈均衡;三是建立协同供给指标体系,采取非

径向的SBM方法对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供给效率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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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协同供给演化博弈

图1 协同供给框架图

  演化博弈模型是一种动态博弈模型,指有限理性

的博弈方不断地用“较满足的事态代替较不满足的事

态,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且在这种平衡状态中,任
何个体没有单方面改变策略的动机,称这种平衡状态

下的策略为演化稳定策略。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博弈

各方为有限理性,因此博弈不会立刻达到均衡,而是在

动态调整的过程中逐渐均衡,且即使博弈在过程中的

某一时刻处于均衡点,也会由于参与人的有限理性而

暂时偏离,就这样博弈各方在相互试探中逐渐达到演

化稳定策略[25]。落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上,协同本身

就是各参与方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制衡,通过反馈

机制相互影响,最终达到动态均衡的过程。因此,首先给出了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供给框架

(如图1所示),而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并推导演化稳定策略。
(一)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收益矩阵

1.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1)参与人。本博弈的参与人1为政府部门集合,参与人2为农村金融机构集合,双方均为有限理性

主体。其中,政府的目标为最大化社会福利,农村金融机构的目标为最大化企业利润。考虑到我国的政

策性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工具而存在,且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故参与人2不包括政策

性农村金融机构。
(2)策略。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的策略空间均为{协同,不协同}。其中,政府的协同行为包括:发布

政策等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参与农村普惠金融,或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深入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便利;农
村金融机构的协同行为在政府选择协同时表示支持政府政策,在政府选择不协同时表示具有协同承担农

村普惠金融供给责任的意愿但未付诸实际。尽管现实中政府一定会发布相关引导政策,农村金融机构必

须选择协同,但本部分考虑的是在什么样的理想条件下政府会选择(放弃)协同并采取联合(独立)供给农

村普惠金融的方式,同时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协同更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因此协同/不协同都是双方的

可选策略。
(3)支付。各方支付水平受到直接、间接收益和实施成本的影响,故对支付的相关内容做以下假设。
假设1:在不协同供给的前提下,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普惠金融中可获得的收益分别为R1、

R2,需要付出的成本分别为C1、C2。
假设2:协同供给对政府的增量收益为ΔR1,包括直接性的社会福利增加和间接性的金融供给管理效

率增加以及政府公信力提升等。农村金融机构的增量收益为ΔR2,包括直接的利润增加和间接的与政府

关系改善获得的政府资源增加等。
假设3:协同供给对政府的增量成本为ΔC1,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管成本。农村金

融机构的增量成本为ΔC2,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信用信息调查成本、机会成本和违约风险增加成本。
假设4:给定双方协同程度系数α和β(α,β∈ 0,1  ),协同程度越高,增量收益越大。
假设5:当政府选择协同供给而农村金融机构未选择协同供给时,农村金融机构将面临处罚罚金M ,

此罚金包含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的直接和潜在损失,不能直接应用到农村普惠金融供给过程中,某一方

或双方选择不协同供给产生的福利损失为U。

2.收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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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政府部门集合选择协同策略的比例为x,选择不协同策略的比例为1-x。农村金融机构集合选

择协同策略的比例为y,选择不协同策略的比例为1-y。结合设定,给出如表1所示的博弈收益矩阵。

表1 政府与农村金融机构博弈的收益矩阵

政府
农村金融机构

协同y 不协同1-y

协同x (R1+αΔR1-C1-ΔC1,R2+βΔR2-C2-ΔC2) (R1-C1-ΔC1-U,R2-C2-M )

不协同1-x (R1-C1-U,R2-C2) (R1-C1-U,R2-C2)

(二)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1.求解复制动态方程

设政府部门集合选择协同策略和不协同策略的期望得益分别为UG1、UG2,总平均期望得益为UG ;农

村金融机构集合选择协同策略和不协同策略的期望得益分别为UF1、UF2,总平均期望得益为UF 。其中:

UG1= (R1+αΔR1-C1-ΔC1)y+(R1-C1-ΔC1-U)(1-y),

UG2=R1-C1-U,

UG =xUG1+(1-x)UG2=x (R1+αΔR1-C1-ΔC1)y+(R1-C1-ΔC1-U)(1-y)  +
(1-x)(R1-C1-U),

UF1= (R2+βΔR2-C2-ΔC2)x+(R2-C2)(1-x),

UF2= (R2-C2-M)x+(R2-C2)(1-x),

UF =y[(R2+βΔR2-C2-ΔC2)x+(R2-C2)(1-x)]+(1-y)[(R2-C2-M)x+(R2-C2)
(1-x)]。

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dx
dt=x(UG1-UG)=x(1-x) αΔR1+U  y-ΔC1  =F(x), (1)

F'(x)= (1-2x) αΔR1+U  y-ΔC1  。 (2)
农村金融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

dy
dt=y(UF1-UF)=xy(1-y)(βΔR2-ΔC2+M)=F(y), (3)

F'(y)=x1-2y  (βΔR2-ΔC2+M)。 (4)

2.演化稳定策略(ESS)和相位图

式(1)中,当y=
ΔC1

αΔR1+U
时,dx
dt

恒为零。但由于y∈ 0,1  ,因此有必要根据 ΔC1
αΔR1+U

的取值

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情况讨论,且由于ΔC1一般不为零,故不考虑 ΔC1
αΔR1+U=0的情况:①当

ΔC1
αΔR1+U >1

时,y<
ΔC1

αΔR1+U
恒成立,x*=0或x*=1为两个稳定状态,其中x*=0为演化稳定

策略。②当0<
ΔC1

αΔR1+U<1
时,若y=

ΔC1
αΔR1+U

,则x无论取何值均为稳定状态;若y>
ΔC1

αΔR1+U
,

x*=0或x*=1为两个稳定状态,其中x*=1为演化稳定策略。若y<
ΔC1

αΔR1+U
,x*=0或x*=

1为两个稳定状态,其中x*=0为演化稳定策略。③当 ΔC1
αΔR1+U=1时,第二种情况中y>

ΔC1
αΔR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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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衡情况不存在。

给出第二种情况,即0<
ΔC1

αΔR1+U <1
对应的政府部门集合复制动态相位图如图2所示。

(a)
 

y=
ΔC1

αΔR1+U
  (b)

 

b>
ΔC1

αΔR1+U
 (c)

 

y<
ΔC1

αΔR1+U

图2 0<
ΔC1

αΔR1+U<1
时政府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式(3)中,当x=0时,则y无论取何值均为稳定状态。0<x≤1时,需根据βΔR2-ΔC2+M 的取

值加以讨论:①当 βΔR2-ΔC2+M  >0,即βΔR2-ΔC2>-M 时,y* =1为演化稳定策略。②当

βΔR2-ΔC2+M  = 0,即 βΔR2 - ΔC2 = - M 时,y 无 论 取 何 值 均 为 稳 定 状 态。③ 当

βΔR2-ΔC2+M  <0,即βΔR2-ΔC2<-M 时,y*=0为演化稳定策略。给出以上情况的农村金融

机构集合复制动态相位图如图3所示。

(a)
 

x=0或βΔR2-ΔC2=-M (b)
 

0<x≤1且βΔR2-ΔC2>-M (c)
 

0<x≤1且βΔR2-ΔC2<-M

图3 农村金融机构的复制相位图

将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复制动态关系表示在表2各单元格的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βΔR2-

ΔC2>-M 时为例进行分析,可见:当0<
ΔC1

αΔR1+U <1
时,若初始点落在虚线上方,则最终收敛于(1,

1);若初始点落在虚线下方,首先y增加而x减小,跨过虚线后x和y同时增加,最终也收敛于(1,1)。即

无论初始点落在下图中哪个区域,最终都将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x*=1,y*=1,即博弈双方均选择协

同供给。当 ΔC1
αΔR1+U=1时,无论初始点落在表2中第三行所示中哪个区域,金融机构集合均选择协同

供给,政府集合有全部协同、部分协同和全部不协同三种可能性。当 ΔC1
αΔR1+U >1

时,无论初始点落在

表2中第四行所示哪个区域,最终都将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x*=0,y*=1,即农村金融机构具有协同

供给意愿,但政府不选择协同供给,原因在于政府的协同成本大于协同收益。βΔR2-ΔC2= -M 和βΔR2

-ΔC2<-M 的分析类似,具体演化稳定策略情况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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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复制动态关系

策略 βΔR2-ΔC2>-M βΔR2-ΔC2=-M βΔR2-ΔC2<-M

0<
ΔC1

αΔR1+U
<1

ΔC1
αΔR1+U

=1

在x∈ 0,1  ,y∈ 0,1  范围

内任意取值均不影响博弈双

方收益。

ΔC1
αΔR1+U

>1

(三)小结

上述数理推导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政府的协同供给选择只取决于自身协同收益和协同成本之间

的大小关系,即仅在协同收益大于协同成本时选择协同供给。一般来说各类农村金融机构都具有专业性

和管理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政府与其协同的收益会更大,所以政府会选择协同,但是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

的理性程度有限,选择协同仅是从众行为。第二,农村金融机构的协同选择取决于自身的增量成本和收

益与政府罚金之间的大小关系。当协同增量利润能全部或者部分弥补罚金时,农村金融机构将做出协同

决策,可见,政府政策能够引导其决策。当选择协同的增量利润等于不协同的罚金时,农村金融机构具有

决策的自主性,其将根据具体处境做出农村普惠金融相关供给决策。第三,在一定情况下,即使政府不选

择协同供给,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协同供给意愿,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在金融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农村地

区,这对农村金融机构来说供给成本更低。第四,由于复制动态方程是关于时间的导数,想要尽快达到演

化稳定策略,需提高各参与方的理性程度。最后,针对在现实中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尚未达到供给博弈

均衡的情况,后续将通过定量的方式度量目前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协同效率,旨在寻找提高协同收益、
降低协同成本、促进两者协同供给的关键环节。

四、模型和变量设定

(一)模型设定

自Charnes等创建了首个规模报酬不变(CRS)假设下的CCR
 

DEA模型后,[26]学术界相继提出了规

模报酬可变(VRS)假设下的BCC
 

DEA模型,[27]Network
 

DEA模型,[28]SBM模型、超效率SBM模型、非
期望产出下的SBM模型和加权SBM模型,[29-32]以及EBM模型、Network

 

SBM模型和共同前沿下的

EBM模型等[33]。其中,CCR和BCC模型由于径向假设只能沿原点的射线方向进行改进,即同比例的缩

减投入或增加产出;SBM模型在此基础上考虑了投入产出的松弛测度,即除了径向改进还能够通过非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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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改进缩减当前状态与效率前沿的距离;非期望产出模型考虑了对决策者有害的副产品的处理;EBM模

型解决了CRS模型和SBM模型测度效率值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另外,DEA方法按导向可分为投入导

向、产出导向和无导向,且由于本文主要关注政府和金融机构投入和产出的径向和非径向改进问题,并受

限于数据集的获取,故选取SBM相关模型进行效率测度。具体而言,使用无导向的SBM模型和超效率

SBM模型对各省的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协同效率进行比较测度,并分析协同效率的时空分布差异。具体

模型及设定如下。

1.SBM
 

模型

为了最大程度的提高改善程度,有必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非径向改进,这就是本文将使用的SBM模

型。SBM模型的无导向线性规划式为:

min
 

ρ=
1- 1/m  ∑m

i=1s
-
i/xi0

1+ 1/n  ∑s
r=1s

+
i/yr0

,

s.t.
 

x0=Xλ+s-,

 y0=Yλ-s+,

 s+≥0,
 

s-≥0,
 

λ≥0。

(5)

式(5)中,X 和Y分别表示农村普惠金融投入和产出矩阵,m 和n分别为投入和产出变量个数,s-和s+分

别为投入松弛变量矩阵和产出松弛变量矩阵,λ为权重向量,上述规划式的解ρ* 即为所求效率。在这一

模型中,ρ* =1为有效决策单元,ρ* <1为非有效决策单元。

2.超效率SBM模型

超效率SBM模型由超效率DEA模型和SBM模型改进而来,不同于传统DEA和SBM模型的效率前

沿值都为1的假定,超效率SBM模型的优势在于使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也能够进行效率比较,同时非径

向无导向的算法能够有效克服主观径向和导向选择的偏差。超效率SBM模型的线性规划式为:

min
 

ρSE =

1
m∑

m
i=1s

-
i/xi0

1
s∑

s
r=1s

+
i/yr0

,

s.t.
 

x≥ ∑
n

j=1,≠0
λjxj,

  y≤ ∑
n

j=1,≠0
λjyj,

  x≥x0
 and

 

y≤y0,

  y≥0,
 

λ≥0。

(6)

上述规划式的解ρ*
SE 即为所求效率。在这一模型中,ρ*

SE≤1为非有效决策单元,ρ*
SE>1为有效决策

单元,且1<ρ*
SE <1.1为弱有效决策单元。

(二)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农村普惠金融实施的主要障碍是金融排斥。所谓金融排斥,即指社会弱势群体接触金融机构或使用

金融产品存在客观或主观障碍的现象。[34]按照Kempson和 Whyley的六维度评价指标,[35]可将金融排斥

划分为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和自我排斥,这一划分方式目前仍被广泛使

用。本文认为在上述排斥类型中,地理排斥是客观环境引起的制约,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是农村金融机

构盈利性需求引起的制约,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以及自我排斥是农村居民信用风险较高和主动避免接触

金融机构等自身条件引起的制约,而农村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

排斥。因此,针对不同的制约类型,提出了相对应的政府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投入指标,对应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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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政府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便利的协同增量成本,并结合不同排斥类型的释义共同列于表3中。

表3 制约类型与政府投入

制约类型 排斥类型 排斥类型释义 政府投入指标

地理环境因素 地理排斥 地处偏远或地理环境复杂导致的物理接触渠道缺乏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金融机构因素 价格排斥 农村金融机构定价过高导致的需求方无法承受
涉农贷款补贴

营销排斥 农村金融机构的营销目标定位于能带来高利润的群体

评估排斥 金融需求方未满足风险评估标准

农民自身因素 条件排斥 金融需求方未达到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 金融风险对冲机制

自我排斥 金融需求方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外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其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投入主要体现在机构规模和产品数量上,结合现有文

献以及数据可得性综合考虑,选取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从业人员人数、发放农业贷款数额和农业

保险赔付率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投入指标。这里的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其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另外,选取支出法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作为产出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

源于 Wind金融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各省《金融年鉴》和各省《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进行查询,少量经查询仍无法得到的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补

法进行填补,最终获得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19年的数据,②表4展示了投入产出指标

体系及计算方法。

表4 投入产出体系及计算方法

指标类别 具体类别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投入指标 政府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村总人口

涉农贷款补贴 涉农贷款补贴/农业总产值

农村金融机构投入 金融风险对冲机制
 农民收入补贴+灾害救助补贴

农村总人口

金融机构网点数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数/农村总人口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农村总人口

人均农业贷款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农村总人口

农业保险赔付率 农业保险赔付/农业保险收入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 农村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给出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均值和中位数来看,所有投入变量

·17·

①

②

由于统计局计算口径变化,2010-2012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不可得,本文使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似替代缺失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因港澳台和西藏数据不全,故在样本统计中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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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几乎都大于中位数,即所使用的数据为右偏分布,数据的长尾处于右侧,进一步说明政府和金融机

构在供给农村普惠金融时多倾向于平均水平及以下的投入,高投入水平的地区较少,多数地区处于投入

不足的状态。从最大和最小值上看,各地区对于农村普惠金融投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如农村基础设施

投入和人均农业贷款的最大最小值倍差均超过20倍,结合数据标准差较大的情况,以上结果说明农村普

惠金融供给在投入不足的基础上,各地区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投入的不均衡也较为严重。

表5 描述性统计结果(观察值数=300)

指标名称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325.524 217.210 49.290 1
 

580.690 263.505

涉农贷款补贴 18.439 11.145 5.470 42.840 13.528

金融风险对冲机制 50.783 33.030 6.950 264.010 42.788

金融机构网点数 1.474 1.365 0.760 2.860 0.469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18.020 15.945 6.760 43.420 7.550

人均农业贷款 46
 

000 39
 

000 8
 

348 210
 

000 32
 

000

农业保险赔付率 0.657 0.610 0.020 2.020 0.259

地区生产总值 2
 

019.256 1
 

520.090 122.140 9
 

823.850 1
 

673.017

人均可支配收入 11
 

000.000 11
 

000.000 3
 

424.650 33
 

000.000 5
 

227.448

(二)SBM模型计算结果

以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决策单元,首先运用规模报酬可变(VRS)的无导向SBM模型分别计

算2010—2019年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如表6所示。表6每一列中效率值为1的单元格对应的

地区当年协同效率评价为有效,效率值小于1的单元格对应的地区当年协同效率评价为非有效。2010—

2019年每一年均为有效的地区共有13个,包括东部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和中部的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以及西部的云南;每一年均为非有效的地区共4个,包括中部的内蒙古、黑龙

江和西部的重庆、宁夏;超过二分之一的年份为非有效的地区共9个,包括东部的天津、河北、辽宁、海南

和中部的山西、吉林以及西部的陕西、甘肃、新疆③。
结果进一步表明,从南北方来看,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有效协同程度高的地区基本位于秦岭—淮河线

以南,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基本随纬度下降呈现上升趋势,且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经济增速较快,说明经济发展程度和增速会对农村普惠金融供给的协同效率产生宏观影响。从东

中西三大经济带来看,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有效协同程度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而无

效协同程度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部分地区和西部,即东部的平均协同效率最高,西部平均协同效率

最低,这同样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供给协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表6最后四列的数值表

明,自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以来,非有效协同地区的政府和农村金融

机构协同供给效率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并且部分省份(河北和陕西)已经在2019年达到有效协同,我国农

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呈现向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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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
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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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SBM模型计算的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

  年度

地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北京 1   1   1   1   1   1   1   1   1   1   

天津 0.156
 

1 0.185
 

7 0.215
 

8 1 1 0.296
 

3 0.211
 

9 0.281
 

2 0.318
 

2 0.279
 

3

河北 1 1 0.754
 

9 0.739
 

7 0.842
 

2 0.690
 

7 0.805
 

1 1 0.945
 

7 1

山西 0.502
 

7 0.852
 

9 0.683
 

6 0.528
 

0 1 0.605
 

9 0.616
 

8 1 0.629
 

3 0.556
 

6

内蒙古 0.252
 

3 0.234
 

1 0.231
 

7 0.248
 

2 0.272
 

6 0.271
 

7 0.237
 

0 0.213
 

9 0.269
 

3 0.312
 

3

辽宁 0.477
 

4 0.503
 

6 0.470
 

3 1 0.418
 

4 0.418
 

0 0.377
 

0 0.493
 

5 0.627
 

8 0.402
 

5

吉林 0.422
 

2 0.383
 

6 1 0.363
 

0 0.319
 

2 0.316
 

2 0.266
 

1 0.405
 

6 1 0.404
 

6

黑龙江 0.510
 

6 0.577
 

3 0.400
 

4 0.351
 

3 0.370
 

5 0.361
 

6 0.317
 

3 0.346
 

8 0.364
 

8 0.300
 

9

上海 1 1 1 1 1 1 1 1 1 1

江苏 1 1 1 1 1 1 1 1 1 1

浙江 1 1 1 1 1 1 1 1 1 1

安徽 1 1 1 1 1 1 1 1 1 1

福建 0.657
 

5 1 1 0.552
 

6 1 0.570
 

6 0.515
 

2 1 1 0.852
 

8

江西 1 1 1 1 1 1 1 1 1 1

山东 1 1 1 1 1 1 1 1 1 1

河南 1 1 1 1 1 1 1 1 1 1

湖北 1 1 1 1 1 1 1 1 1 1

湖南 1 1 1 1 1 1 1 1 1 1

广东 1 1 1 1 1 1 1 1 1 1

广西 1 1 1 1 1 1 1 1 1 1

海南 1 0.121
 

4 1 1 0.125
 

5 0.131
 

9 0.123
 

4 0.163
 

1 0.174
 

4 0.164
 

8

重庆 0.372
 

9 0.339
 

1 0.339
 

4 0.333
 

9 0.339
 

0 0.334
 

1 0.318
 

3 0.342
 

2 0.312
 

0 0.271
 

2

四川 1 1 1 1 1 1 1 1 0.905
 

7 1

贵州 1 1 1 1 1 1 1 1 0.569
 

7 0.438
 

8

云南 1 1 1 1 1 1 1 1 1 1

陕西 0.477
 

4 0.481
 

3 0.431
 

6 0.458
 

5 0.562
 

0 0.397
 

4 0.492
 

2 0.462
 

7 0.568
 

5 1

甘肃 0.404
 

0 1 0.357
 

4 0.351
 

4 0.350
 

0 0.310
 

4 0.310
 

0 0.375
 

8 0.379
 

0 0.334
 

3

青海 1 1 1 0.180
 

2 1 1 1 1 1 1

宁夏 0.102
 

8 0.085
 

9 0.086
 

7 0.094
 

9 0.094
 

9 0.085
 

6 0.080
 

0 0.099
 

2 0.094
 

8 0.090
 

3

新疆 1 0.261
 

1 1 0.425
 

0 0.385
 

1 0.359
 

1 0.378
 

9 0.402
 

3 0.379
 

3 0.361
 

3

(三)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结果

由于SBM模型仅能判断决策单元是否有效,但无法比较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情况,因此进一步

使用超效率SBM模型进行分析,效率值的测算结果如表7所示。表7中大于1的单元格均为有效,其中

大于1.1为强有效,小于1.1为弱有效。可见,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四个省份在样本期间几乎每年都

为强有效,且2010—2011年和2013年江苏为最有效决策单元,2014—2019年上海为最有效决策单元。
由于以上四个省份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这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更具备有效协同

的政策和经济基础。一方面,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倾

斜,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地区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为农村普惠金融当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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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协同供给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充分发挥了区位优势和资源集聚优势,能够不断吸引新的资

本和人才流入,这为农村普惠金融未来的协同供给效率提升指明了方向。

表7 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的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

  年度

地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北京 1.020
 

2
 

1.014
 

1
 

1.028
 

3
 

1.025
 

1
 

1.059
 

0
 

1.005
 

0
 

1.013
 

3
 

1.033
 

3
 

1.091
 

5
 

1.128
 

2
 

天津 0.110
 

0
 

0.162
 

0
 

0.215
 

7
 

1.007
 

8
 

1.002
 

7
 

0.223
 

8
 

0.164
 

4
 

0.216
 

6
 

0.204
 

8
 

0.267
 

9
 

河北 1.143
 

7
 

1.076
 

4
 

0.754
 

9
 

0.721
 

7
 

0.747
 

7
 

0.689
 

0
 

0.587
 

3
 

1.031
 

0
 

0.612
 

5
 

1.035
 

5
 

山西 0.502
 

4
 

0.851
 

3
 

0.706
 

2
 

0.511
 

8
 

1.019
 

0
 

0.440
 

1
 

0.331
 

4
 

1.011
 

3
 

0.320
 

9
 

0.550
 

9
 

内蒙古 0.195
 

5
 

0.215
 

0
 

0.231
 

6
 

0.229
 

0
 

0.271
 

6
 

0.265
 

2
 

0.202
 

8
 

0.165
 

6
 

0.173
 

6
 

0.242
 

1
 

辽宁 0.387
 

3
 

0.442
 

9
 

0.470
 

9
 

1.027
 

9
 

0.415
 

3
 

0.409
 

7
 

0.319
 

9
 

0.327
 

5
 

0.338
 

1
 

0.349
 

0
 

吉林 0.293
 

2
 

0.353
 

3
 

3.426
 

8
 

0.338
 

6
 

0.312
 

3
 

0.309
 

7
 

0.211
 

4
 

0.231
 

7
 

1.000
 

2
 

0.318
 

9
 

黑龙江 0.349
 

0
 

0.442
 

8
 

0.400
 

5
 

0.324
 

5
 

0.363
 

9
 

0.346
 

9
 

0.253
 

8
 

0.260
 

4
 

0.263
 

0
 

0.280
 

8
 

上海 1.201
 

0
 

1.190
 

0
 

1.151
 

3
 

1.178
 

5
 

1.185
 

6
 

1.315
 

7
 

1.403
 

3
 

1.263
 

3
 

1.234
 

4
 

1.217
 

9
 

江苏 1.309
 

3
 

1.213
 

1
 

1.234
 

4
 

1.312
 

4
 

1.113
 

6
 

1.135
 

4
 

1.078
 

0
 

1.110
 

3
 

1.113
 

8
 

1.092
 

9
 

浙江 1.178
 

1
 

1.151
 

5
 

1.210
 

5
 

1.172
 

3
 

1.164
 

9
 

1.174
 

6
 

1.113
 

6
 

1.086
 

2
 

1.108
 

3
 

1.064
 

4
 

安徽 1.038
 

5
 

1.000
 

2
 

1.011
 

6
 

1.014
 

1
 

1.038
 

9
 

1.003
 

8
 

1.017
 

6
  

1.007
 

8
 

1.035
 

0
 

1.060
 

8
 

福建 0.541
 

7
 

1.012
 

7
 

1.006
 

3
 

0.534
 

3
 

1.005
 

3
 

0.563
 

8
 

0.365
 

1
 

1.004
 

7
 

1.009
 

0
 

0.853
 

6
 

江西 1.151
 

4
 

1.135
 

2
 

1.128
 

7
 

1.128
 

5
 

1.094
 

3
 

1.039
 

9
 

1.022
 

6
 

1.028
 

9
 

1.067
 

8
 

1.049
 

7
 

山东 1.068
 

5
 

1.073
 

2
 

1.081
 

1
 

1.049
 

9
 

1.115
 

3
 

1.073
 

7
 

1.164
 

9
 

1.172
 

6
 

1.161
 

9
 

1.200
 

1
 

河南 1.116
 

8
 

1.156
 

2
 

1.150
 

5
 

1.132
 

0
 

1.109
 

6
 

1.118
 

8
 

1.068
 

9
 

1.045
 

0
 

1.086
 

9
 

1.051
 

1
 

湖北 1.056
 

5
 

1.038
 

8
 

1.039
 

3
 

1.048
 

3
 

1.046
 

9
 

1.041
 

7
 

1.027
 

3
 

1.030
 

3
 

1.036
 

3
 

1.045
 

3
 

湖南 1.037
 

4
 

1.023
 

2
 

1.021
 

8
 

1.024
 

9
 

1.029
 

7
 

1.033
 

1
 

1.039
 

6
 

1.033
 

4
 

1.056
 

5
 

1.013
 

1
 

广东 1.167
 

0
 

1.177
 

2
 

1.173
 

6
 

1.152
 

3
 

1.179
 

2
 

1.171
 

8
 

1.149
 

7
 

1.120
 

7
 

1.114
 

9
 

1.057
 

0
 

广西 1.022
 

7
 

1.018
 

0
 

1.011
 

1
 

1.025
 

7
 

1.004
 

6
 

1.013
 

8
 

1.010
 

0
 

1.103
 

3
 

1.110
 

8
 

1.019
 

4
 

海南 1.021
 

7
 

0.122
 

0
 

1.012
 

2
 

1.098
 

2
 

0.124
 

6
 

0.124
 

1
 

0.095
 

2
 

0.105
 

3
 

0.107
 

4
 

0.126
 

3
 

重庆 0.345
 

8
 

0.338
 

6
 

0.339
 

6
 

0.331
 

4
 

0.321
 

6
 

0.328
 

5
 

0.242
 

7
 

0.235
 

3
 

0.203
 

3
 

0.246
 

2
 

四川 1.194
 

0
 

1.080
 

3
 

1.082
 

7
 

1.087
 

3
 

1.055
 

6
 

1.038
 

4
 

1.014
 

6
 

1.032
 

9
 

0.671
 

7
 

1.002
 

5
 

贵州 1.106
 

1
 

1.116
 

8
 

1.162
 

4
 

1.096
 

8
 

1.189
 

1
 

1.040
 

2
 

1.045
 

1
 

1.007
 

1
 

0.338
 

7
 

0.377
 

6
 

云南 1.077
 

4
 

1.094
 

9
 

1.072
 

3
 

1.073
 

0
 

1.084
 

2
 

1.137
 

0
 

1.148
 

8
 

1.091
 

6
 

1.071
 

5
 

1.105
 

8
 

陕西 0.462
 

8
 

0.466
 

5
 

0.432
 

3
 

0.407
 

7
 

0.420
 

6
 

0.383
 

9
 

0.315
 

2
 

0.300
 

1
 

0.288
 

8
 

1.008
 

9
 

甘肃 0.388
 

5
 

1.094
 

0
 

0.358
 

1
 

0.338
 

7
 

0.292
 

6
 

0.285
 

0
 

0.209
 

9
 

0.213
 

1
 

0.205
 

5
 

0.269
 

4
 

青海 1.005
 

3
 

1.175
 

9
 

1.006
 

3
 

0.148
 

1
 

1.026
 

7
 

1.063
 

3
 

1.014
 

7
 

1.042
 

9
 

1.060
 

8
 

1.041
 

0
 

宁夏 0.078
 

6
 

0.082
 

2
 

0.086
 

8
 

0.090
 

3
 

0.091
 

4
 

0.081
 

0
 

0.062
 

7
 

0.068
 

1
 

0.060
 

5
 

0.080
 

0
 

新疆 1.014
 

4
 

0.260
 

8
 

1.005
 

5
 

0.372
 

8
 

0.336
 

3
 

0.325
 

2
 

0.270
 

1
 

0.258
 

4
 

0.250
 

7
 

0.318
 

3
 

而从有效决策单元协同效率值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效率值随时间无显著变化规

律;少部分地区效率值随时间波动上升,如北京和山东等;还有一部分地区效率值随时间波动下降,如四

川、江西和河南,其中河南从前6年的强有效状态下降为后4年的弱有效状态。综合来看,较发达有效协

同地区的协同效率一般为强有效或趋近于强有效,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而其他有效协同地区

的协同效率值处于波动状态,未来发展方向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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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分析

由于上述计算出的效率值属于截断(truncated)数据类型,因此为了分析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各投入

变量对协同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进一步选取Tobit模型进行分析,且由于SBM模型计算的效率值在

0—1之间,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的效率值大于或等于0,故以SBM效率和超效率SBM效率为被解释变

量的模型中左截断值赋为0,右截断值SBM效率赋为1。另外,为了避免数据量纲的影响,对除金融风险

对冲机制和农业保险赔付率外的投入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得到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除第一列的被解

释变量为SBM模型计算的协同效率值外,其他三列均为超效率SBM模型计算的效率值。

表8 Tobit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SBM效率 超效率SBM效率 超效率SBM效率 超效率SBM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0.626*** -0.122*** 0.220** 0.328***

(-5.600) (-3.128) (2.321) (3.119)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二次项 -0.032*** -0.041***

(-3.838) (-4.454)

涉农贷款补贴 0.477*** 0.054* 0.099*** 0.106***

(5.416) (1.781) (3.093) (3.291)

金融风险对冲机制 -0.233*** -0.074*** -0.081*** -0.086***

(-3.072) (-2.718) (-3.038) (-3.207)

金融机构网点数 -0.670*** -0.359*** -0.291*** -0.777***

(-4.191) (-5.731) (-4.715) (-3.531)

金融机构网点数的二次项 0.135**

(2.327)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0.277 0.189** 0.171** 0.221***

(-1.331) (2.438) (2.310) (2.838)

人均农业贷款 0.585*** 0.180*** 0.083*** 0.079**

(9.236) (8.879) (2.665) (2.528)

农业保险赔付率 -0.380*** -0.196*** -0.215*** -0.236***

(-2.682) (-3.414) (-3.857) (-4.099)

样本量 300 300 300 300

Pseudo
 

R2
 

0.531 0.879 0.903 0.912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如表8所示,模型(1)和(2)显著变量的系数方向是一致的,但根据理论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金

融机构网点数的系数方向为负可能不合理,因此考虑这两个投入变量可能与被解释变量存在非线性关

系,故本文分别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二次项,见模型(3),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投

入和金融机构网点数两变量的二次项,见模型(4)。可见模型(3)和模型(4)中二次项的系数均显著,证实

了非线性关系的存在。
综上,以模型(4)为准进行分析:在政府投入变量中,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线性项为正向显著,二次项为

负向显著,这说明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协同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当前该变量的投入水平位于倒

U型左侧的上升阶段,即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能够提高协同效率;涉农贷款补贴是正向显著,这说明政

府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补贴是直接有效地提高协同效率的途径;而政府为农民提供的稳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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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补贴和灾害补贴等对冲机制本质上没有降低其风险水平,反而通过信号传递过程使农村金融机构意识

到这部分群体的风险更高,更加不愿将金融产品提供给这部分群体,因此需要改进此类补贴的方式,要尝

试其他市场化手段降低农村普惠金融需求群体的风险程度,避免需求排斥程度的恶化。
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投入变量中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人均农业贷款变量为正向显著,因此金融机构

的这两种投入增加能够提高其与政府的协同效率;金融机构网点数线性项负向显著,二次项正向显著。
这说明金融机构网点数与协同效率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但该变量的投入水平位于正U型左侧的下降

阶段,即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数不足,需继续增加网点以使投入水平达到正U型右侧的

上升阶段;而农业保险赔付率负向显著,说明赔付越高金融机构提供农业贷款等农村普惠金融产品的意

愿越低,进而协同效率下降。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注农村普惠金融的两供给主体———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关系与协同效率,在使用演化

博弈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BM
模型、超效率SBM模型与Tobit模型相结合的方式,实证分析了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协同效率的变

化趋势和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由于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资源的相互依赖和利益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满足一定收益条

件的基础上,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都有农村普惠金融协同供给的意愿,且在协同过程中政府起主导作用;
二是从空间分布来看,每年我国均有超半数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供给协同效率评价结果为有效,且有效

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省份,而非有效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欠发达的中部省份,这说明

协同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关联;三是自2016年国家明确指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以来,协同

效率非有效省份的效率值呈现逐年上升状态,这说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是当前阶段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投入不足和农村地区信用风险偏高等问题仍是制约政府和农村金融机

构协同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亟须增加投入并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期巩固和提升发展成果,其中政府应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涉农贷款补贴,农村金融机构要适当增加金融网点和从业人员数,并在此基

础上扩大农业贷款规模。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均衡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主体的利益。农村普惠金融供给涉及各参与方的利益,其实施过程也

充斥着利益主体的博弈,因此农村普惠金融的实践过程也需要多部门合力配合与监管。对于政策制定机

构,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银保监会要主动出台政策以保证各方利益均不受损失,相关政府部门可建

立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在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手段

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最终促进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民三方受益。
第二,合理配置国家、地方财政资金。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结构布局,增加西部和欠发达中部地

区的财政投入,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居民贷款补贴和农村金融机构补助等多个端口有针对性地布

局财政资金,逐渐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政府扶植力度,同时考虑“省对省”“区域对区域”等
的支援活动,以高供给协同效率地区带动低供给协同效率地区发展。

第三,积极发挥政府的指导和中介职能。政府可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前期信用调查提供支持,同时可

建立长效的市场化机制,运用市场力量降低农村普惠金融需求群体的信用风险,提升农村金融的内在吸

引力。各个省、地市等的政府要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地方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并以增

加农村普惠金融可得性为最低目标,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为最优目标,长期投入、持续发力。
第四,发挥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协同作用,增强受惠群体的风险和信用意识。农民面临高信用风险的

本质在于农业生产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自身风险意识淡薄,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将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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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建立农业生产风险预警机制,是降低信用风险的有效手段。同时,政府或农村金融机

构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增强农民的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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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evolution
 

stability
 

strategy
 

for
 

coordination
 

supply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by
 

the
 

government
 

and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regions,we
 

use
 

the
 

SBM
 

and
 

super
 

efficient
 

SBM
 

models
 

to
 

measure
 

supply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them,
 

and
 

use
 

the
 

Tobit
 

model
 

to
 

decompose
 

the
 

impact
 

of
 

input
 

variables
 

by
 

the
 

government
 

and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the
 

coordination
 

efficiency.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its
 

own
 

costs
 

and
 

benefits,
 

while
 

the
 

decision-making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at
 

of
 

the
 

government;
 

(2)on
 

the
 

whole,
 

coordination
 

supply
 

efficiency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has
 

been
 

ri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eastern
 

and
 

more
 

developed
 

central
 

regions
 

show
 

higher
 

efficiency
 

while
 

western
 

and
 

less
 

developed
 

central
 

regions
 

show
 

lower
 

one;
 

(3)
 

r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he
 

numb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inverted
 

U-shaped
 

and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respectively,
 

and
 

the
 

current
 

input
 

of
 

these
 

two
 

factors
 

is
 

insufficient;(4)
 

agricultural
 

loan
 

subsidie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er
 

capita
 

agricultural
 

loa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while
 

negative
 

effects
 

on
 

financial
 

risk
 

hedging
 

mechanism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demn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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